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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澳門演劇活動述評 

黃子祺 

 

抗日戰爭時期，隨着各地深受炮火攻擊與軍事威脅，國內掀起了包括政治、

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如此抗戰環境之下，中國仍存在着特殊

的“中立”地區。中國澳門在二戰期間仍處於澳葡殖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深受葡

萄牙當局外交政策影響，必須執行與葡萄牙一致的中立政策。與此同時，“日本

在澳門成立特務機關，嚴令禁止在澳門進行任何抗日活動”。1 在如此政治勢力

的作用下，澳門成為了亞洲地區唯一避開戰爭的特殊地帶。然而，身處澳門的國

人並未偏安一隅。隨着民族危機的加劇與抗戰局勢的愈演愈烈，他們開始進行一

系列演劇活動，在戲劇中滲透抗戰元素，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文化抗戰形式。由此，

抗戰時期澳門的演劇活動在文化抗戰中具有極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意義與價

值。但是，目前澳門以演劇方式進行的文化抗戰研究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相關的

研究成果較少。鑒於此，本文圍繞抗戰時期澳門為何選擇演劇活動以進行抗戰宣

傳、澳門職業劇團在文化抗戰中扮演了何種重要角色、澳門業餘劇團如何探索並

與職業劇團共同推動文化抗戰這三個主要問題，展開研究論述。 

一、演劇：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形式 

澳門演劇活動之所以能成為文化抗戰的重要形式，既是因為受到澳門中立政

策的影響，也離不開澳門本土愛國人士與前往澳門避難的文藝界人士的推動，同

時是基於戲劇可作為一種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以迎合澳門民眾戰時娛樂生活的

文化選擇。 

在中立的環境下，澳門的愛國團體無法直接以抗戰和救國的名義來進行抗戰

宣傳，只能以賑災籌款的形式來呼籲民眾抗戰，成立了諸多本地救災會。其中，

於 1937 年 8 月 12 日成立的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即澳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博士研究生。 
1 何燕漪：“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愛國活動”，《人文天下》，2015 第 18 期，第 86-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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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四界救災會）是當時澳門影響最大的愛國組織與力量，其成員包括了陳卓瑩、

任劍輝和張植華等知名戲劇家。這些戲劇家為澳門建構了一套通過戲劇演出宣傳

抗戰的文化抗戰機制。他們利用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吸引澳門民眾前往觀看抗戰話

劇，如《烙痕》《布袋隊》等，以慷慨義演的形式鼓舞和調動民眾的愛國激情，

促使觀看戲劇的愛國人士為抗日戰爭募捐，從而使戲劇演出成為了澳門文藝界愛

國人士有組織地將自身文化資本轉化為抗戰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過程。由此，

戲劇演出作為澳門文藝界與愛國團體呼籲本土民眾參與抗戰的重要方式，象徵着

一種具有民眾基礎的地方性愛國活動，成為了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一環。 

除了救災會以外，以澳門學生為主的劇團也積極參與抗戰宣傳，通過劇本的

發表與演繹來歌頌愛國精神與宣傳抗戰意識，使戲劇成為澳門青年學生抗戰意識

的表現。培正暴風劇社是以澳門培正中學學生為主體成員的劇團，該劇團創作了

抗戰時期澳門唯一以文字發表和出版的劇本《耶誕節前夜》。此劇看似是一個宗

教文化宣傳劇本，實則以中國基督教徒為主人公，講述了其與教友以及自己的兒

子共同參與抗戰的故事，融合了基督教元素與民族精神，體現出澳門抗戰戲劇獨

具一格的文化特質。並且，該劇社的成員也前往各地進行戲劇演出，傳播了澳門

抗戰戲劇，此舉不僅提升了來自澳門的暴風劇社的知名度，也使澳門通過戲劇融

入了全國文化抗戰。 

從香港前往澳門避難的戲劇界人士帶來了豐富的戲劇經驗，他們富有思想性

和戰鬥性的劇本選擇使澳門成為了進行抗戰戲劇創新與展示的重要文化陣地。

1942 年，在香港劇壇頗負盛名的張雪峰聯合澳門本地文藝界人士成立了抗戰劇團

“藝聯”，這是澳門第一個職業話劇團。“藝聯”在澳門演出了一系列由中國歷

史人物或經典故事改編的內地劇碼，如《雷雨》《武則天》等，其高超的藝術水

準，不僅吸引着澳門本地的戲劇愛好者，甚至深受風月場所人士所歡迎，“澳門

福隆新街風月場女子十分喜歡，‘紅牌阿姑’甚至經常包起戲院一兩排位請她們

的客人來看”。2 之後出現的中藝劇團、中流劇團等職業話劇團也沿襲了藝聯的

劇本選擇習慣，以內地知名劇作家所作的劇本為主。由此可見，香港人士為澳門

引進了職業劇團，促進了戰時澳門戲劇演出的標準化，提升了澳門戲劇的藝術水

準，進而有利於澳門戲劇發揮喚起民眾抗戰意識的文化宣傳作用。 

                                                            
2 鄭應峰：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澳門話劇的發展特點”，《華文文學》，2021 年第 4 期，第 43-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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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戲劇是戰時澳門民眾娛樂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以戲劇的形式

植入抗戰意識是澳門有識之士基於澳門本土民眾的實際情況而做出的文化選擇。

一方面，電影業在澳門的沉寂為澳門戲劇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戰爭的爆發中斷了

海外影片的供應，民眾不再以觀影為主要的消遣方式，轉而觀看澳門戲劇。觀看

戲劇的民眾增多，則在客觀上意味着戲劇中的思想意識也在民眾中得到了更廣泛

的傳播。澳門的愛國組織與職業劇團便抓住此機，以滿足民眾娛樂需求的方式演

出抗戰戲劇，以演劇的形式履行抗戰宣傳的職責。另一方面，相比於報刊和圖書

等讀物，戲劇直觀的表達方式更有利於為普通乃至底層民眾所理解。由於澳門過

去處於漫長的“漁村時代”，基礎較差，而澳葡政府長期不重視華文教育，與內

地的一些文化城市相比，澳門華人文化水準仍是偏低。3 戲劇這一演出形式以視

聽語言的方式呈現故事，對民眾識字程度並無要求，與當時澳門民眾的受教育程

度相匹配，更能為他們所接受。由此，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戲劇最終成為了澳

門用以抗戰宣傳的重要形式。 

二、職業劇團：澳門文化抗戰中的中流砥柱 

澳門戲劇發展最繁榮且空前絕後的時期，是抗戰時期。這一時期的戲劇繁榮

源於該時期澳門的職業劇團，它們書寫了澳門戲劇史上極為重要的篇章，以戲劇

的方式呈現出澳門的國家認同感。1941 年，日本佔領了香港，大批居住在香港的

戲劇家開始於 1942 年前後前往澳門避難。其中從香港而來的張雪峰是“中國旅

行劇團廣東話組”的創辦者之一，具有相當的戲劇導演經驗。1942 年 4 月，他與

陳有後、梁寒淡等港澳劇人在澳門成立澳門首個職業劇團“藝聯”。雖然此劇團

在澳門的駐留時間不足半年，但“藝聯”成員在該時期共同鑽研演繹技法，排演

了《生死戀》《茶花女》《精忠報國》《武則天》《雷雨》《明末遺恨》《巡閱

使》《春風秋雨》《塞上風雲》等一批兼具超高藝術水準、思想性與戰鬥性的大

型劇碼。職業劇團也隨之成為了澳門抗戰宣傳中的中流砥柱。 

“藝聯”帶來的一系列富有戰鬥精神的劇碼，雖然並不屬於澳門的本土戲

劇，但卻恰好皆為內地劇碼。並且，“藝聯”的這些主要成員，雖然之前的足跡

早已到達過港澳，然而卻是直接受到中國戲劇的滋養，以大陸戲劇的方式來展示

                                                            
3 楊學淵：《20 世紀澳門華文文學社團與文學發展》，暨南大學，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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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戲劇”。4 戲劇文化的同源背後是澳門與內地文化的同源，這種同源的性

質也極大地增強了澳門民眾的民族認同與愛國精神，使澳門民眾通過戲劇融入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藝聯”承襲了救災會以戲劇演出來籌款的傳統，並

配以專業化的演出水準，使得職業劇團演出的戲劇在澳門引起巨大反響。正是

“藝聯”的號召力、凝聚力以及一系列卓有成就的抗戰演劇活動，不僅使澳門民

眾認可了戲劇作為一種在特殊政治環境下的抗戰形式，同時“藝聯”深入人心的

文化抗戰也直接影響着後來澳門職業劇團的出現與成長，使之能接過“藝聯”的

文化抗戰使命，持續為澳門抗戰貢獻力量。在“藝聯”轉向內地演出後，部份“藝

聯”成員仍留在澳門，於 1943 年成立了中藝劇團。該劇團存在時間較短，不到一

年便解散。但該劇團的成員仍堅守在澳門文化抗戰的崗位上，於 1944 年聯合澳門

本地的其他戲劇工作者再次組建劇團——中流劇團。這兩個劇團排演過沈浮《金

玉滿堂》、郭沫若《孔雀膽》等戲劇。 

澳門職業劇團的出現，實際上是在澳門履行着第三廳的職能，通過演劇宣傳

團結澳門民眾，是澳門文化抗戰中的主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是

1938 年 4 月 1 日在武漢設立的隸屬國家政治部的部門機構，主要職能是通過文藝

宣傳以支援抗戰，廳長為郭沫若，主任秘書為陽翰笙。他們創作了大量符合抗戰

精神的歷史劇，尤其是郭沫若根據當時的抗戰文藝方針，創作了《屈原》《棠棣

之花》《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六部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劇。並

且，第三廳領導着一支深入民眾進行抗戰演劇的隊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

演劇宣傳隊，在全國各地排演歷史劇。該隊伍作為抗日戰爭時期極具代表性的話

劇團體，被稱為文藝的“輕騎兵”，他們將話劇作為抗戰宣傳的武器，以農民、

士兵為主要觀眾，探索出了一條將話劇推向普通民眾的發展道路。5 相比內地抗

敵演劇活動的統一領導，雖然澳門特殊的政治環境促使其無法貫徹統一的文化抗

戰方針，無法像內地抗敵演劇隊在第三廳的領導下展開抗戰行動，但澳門職業劇

團的出現改變了澳門這一被動的抗戰局面。澳門職業劇團肩負起第三廳的職能，

以專業化和標準化的演戲宣傳支援抗戰，並以自身影響力推動着後來澳門職業劇

團持續的演劇抗戰工作。 

                                                            
4 鄭應峰：“澳門現代戲劇的文化本土意識建構過程分析”，《藝術評論》，2014 年第 5 期，第 76-83 頁。 
5 張文心：“從檔案信函看郭沫若與抗敵演劇隊的關係”，《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0 年 15(02)期，第

162-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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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職能的自覺履行以外，澳門職業劇團在實際工作執行中，也沿用了第三

廳成員產出的戲劇作品，保持着演劇內容的同步與一致。從劇碼的作者來源看，

澳門的職業劇團曾多次選擇第三廳成員的戲劇進行演出，如陽翰笙的《塞上風

雲》、郭沫若的《武則天》《孔雀膽》等歷史劇。相比之前救災會的戲劇演出，

“藝聯”等職業劇團雖未將抗戰作為戲劇內容直接呈現，但其直接移植內地抗戰

劇碼的行為，實際上是從文化選擇的層面表明其與內地演劇抗戰活動的相同政治

立場，是澳門職業劇團對國家文化抗戰的回應。並且，早於澳門職業劇團出現的

救災會也多以粵劇為表演劇碼。作為在澳門產生廣泛影響的四界救災會，其下設

的演劇組織也是一支以粵劇名伶為代表的粵劇股。6 而澳門職業劇團所選擇的歷

史劇則超越了本土戲劇的局限，將華文歷史劇引入澳門，進一步促進了統一戰線

在澳門的構建。由此，澳門職業劇團成為了澳門文化抗戰的有力推動者。 

三、業餘劇團：澳門文化抗戰的大眾化路線 

澳門的業餘劇團探索出了一條與職業化劇團迥然不同的文化抗戰道路。業餘

劇團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既扮演着澳門文化抗戰先行者的角色，又借鑒了職業

劇團演劇經驗，在職業劇團走向沉寂之時繼續探索和發展以演劇支援抗戰的文化

抗戰模式。 

自 1937 年起，澳門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等群眾性文藝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它們通過演出戲劇的方式呼籲澳門民眾募捐救災，以救災的名義如火如荼地

展開抗戰宣傳工作，共赴國難，成為澳門率先進行文化抗戰的群眾性愛國組織。

前鋒劇社演出過描寫東北義士為國犧牲的英勇故事的《烙痕》；曉鐘劇社演出過

描寫封建壓迫悲劇的《蘭芝與仲卿》、描寫中華民族抗擊惡魔侵略的《布袋隊》；

綠光劇社演出過描寫東北淪落敵手後人民的慘痛故事的《盲啞恨》。7 這些戲劇

表面上看似強調百姓受壓迫與反抗，但其背後指向的正是抗日戰爭中中國所處的

境地，歌頌了中國人民堅決抵禦外敵入侵的愛國精神。這些業餘劇團曲折而隱晦

地向澳門民眾傳達了抗戰精神，是文化抗戰在澳門的內容嘗試。 

                                                            
6 何燕漪：“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愛國活動”，《人文天下》，2015 年第 18 期，第 86-88 頁。 
7 張劍樺：“澳門戲劇文學發展軌跡述略”，《藝術百家》，2009 年 25(03)期，第 149-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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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先行者的業餘劇團，業餘劇團的組建也是一種源自民眾的文化抗戰嘗

試。雖然由中國共產黨員在澳門創立的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理事會協助了當地業餘

劇團的創辦，但這些業餘劇團的成員背景多元，大多並不是專業的戲劇家，而是

包括了教師、學生等在內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士。不同於職業劇團由著名戲劇

家牽頭，以戲劇演出來感召民眾一致抗日，業餘劇團是由澳門民眾自發參與和組

建的愛國社團，它們的成立意味着一部份澳門民眾已經擁有了參與文化抗戰的自

覺，肩負起抗戰救國的責任。他們熟知澳門當地情況，巡演的足跡遍佈澳門，使

抗戰文化在澳門得到廣泛傳播。由此，在業餘劇團廣泛而深入民眾的宣傳下，一

條“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的大眾化的文化抗戰路線得以形成。 

若僅是依靠戲劇主題表達與人員來源廣泛這兩個特質，澳門的業餘劇團並不

足以成為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支撐。除此以外，“業餘戲劇和職業化戲劇互相借

鑒互相影響”，8 業餘劇團除了澳門民眾的主動參與外，也與留澳的職業劇團成

員通力合作，以發展戲劇的形式繼續承擔着救亡的重任，擴大澳門文化抗戰層面

的統一戰線。受澳門職業劇團專業化的演劇標準影響，業餘劇團也開始技術與理

論層面進行探索，鑽研戲劇動作細節對觀眾的直接影響，並強調戲劇的社會功能，

加強劇團與其他社會組織的聯繫，共同承擔社會責任。戲劇技術的鑽研能鮮活生

動地將抗戰精神傳達給觀眾，而強調戲劇的社會功能又進一步發揮了業餘劇團團

結大眾的作用，完成對職業劇團在文化抗戰上的補充。 

直至抗戰勝利，業餘劇團的發展依舊欣欣向榮，其使命由抗戰宣傳轉為公益

宣傳，延續着主動擔當社會責任的傳統，與社會各界保持着密切聯繫。比如，澳

門業餘劇團積極支援兩廣地區的發展，分別在 1947 年兩廣水災和 1949 年廣東水

災後演出戲劇《生財有道》和《洪流》，為內地救災工作籌款募捐，增強了澳門

業餘劇團與內地民眾的聯繫。這種良性的文化互動是業餘劇團對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精神在新時代的創新闡釋與實踐，不僅進一步擴展了劇團的民眾基礎，也在支

援內地的過程中鞏固了澳門與內地是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共識。 

 

                                                            
8 鄭應峰：“澳門早期現代戲劇的發展動因”，《短篇小說（原創版）》，2015 年第 18 期，第 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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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與內地聲勢浩大的抗戰方式相比，作為“中立”地帶的澳門的文化抗戰形式

更加隱晦與溫和。面對民族危機的到來，澳門劇人不得不打着“救災”的名號，

以演劇活動的形式進行抗戰宣傳，向民眾講述抗戰救國的道理。隨着演劇活動的

興起，職業劇團與業餘劇團在文化抗戰中逐漸分工明確。前者強調以專業的藝術

素養取得觀眾的高度認可，發揮其影響力與號召力感召民眾同仇敵愾，一同救國；

後者則大範圍地鼓動民眾參與演劇，從民眾內部出發，走向與社會各界的聯合，

實踐出一條大眾化的抗戰宣傳路線。兩者殊途同歸，一致指向了澳門民眾，起到

了團結大眾共同抗日的重要作用。 

隨着民族危機的解除，職業劇團的戰時使命已經完成，面臨着解散，而業餘

劇團則承繼了職業劇團的演出經驗，繼續執行其團結社會群眾的職能，挖掘着戲

劇在新時代的社會功能。儘管職業劇團消失於澳門，但職業劇團的出現仍對澳門

戲劇史產生了震動，職業劇團中的戲劇名家在澳門排演的戲劇直接推動了澳門本

土藝術水準的提高。同時，職業劇團也緊貼內地第三廳的文化方針，緊隨內地文

化抗戰的步調，在“中立”政治環境下的澳門扮演着文化抗戰中的中流砥柱角

色。而業餘劇團不僅在抗戰中深入澳門民眾，同時也在抗戰勝利後成功轉型，成

為文化宣傳的重要力量。兩類劇團及其演劇活動共同組成了澳門抗戰戲劇史，詮

釋了特殊時期下中國“中立”地帶獨有的文化抗戰模式。 


